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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家庭收入地位感知偏差对儿童心理
健康的影响：理论逻辑与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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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农村儿童的心理健康水平与其家庭特征密切相关，家庭收入水平是其中的重要影响因素之

一。通常认为农户家庭收入水平的提升对促进儿童心理健康具有重要作用，但农户对其收入水平的感知

通过改变家庭支出结构进而影响儿童心理健康的作用机制则尚未明确。结合理论分析，对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２０１６和２０１８年四期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１）贫困农户家庭更容易存在收入地位感知

偏差；（２）贫困农户对自身相对收入地位的高估越严重，则越倾向于增加其家庭人情支出并减少儿童教育

支出，进而改变家庭支出结构；（３）贫困农户对自身相对收入地位的高估越严重，其儿童的心理压力越大；

（４）儿童教育支出的增长是贫困农户家庭收入感知偏差减少儿童心理压力的一条显著传导路径。

［关键词］农户家庭；收入地位；感知偏差；支出结构；儿童心理健康

一、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并进入阶段性的结构转型时期，社会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
家庭养育成本持续上升、高质量教育资源供不应求和未来就业压力进一步增大等与子女教育和人
力资本创造密切相关的问题逐渐凸显，使中国少年儿童及其家庭面临竞争愈加激烈的环境，导致儿
童在性格塑造、人际关系建立、学习能力培养和生活环境适应等方面所面临的压力成倍增长［１］。根
据２０１８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数据，中国１７岁以下的少年儿童中约３　０００万人受到了由
心理压力导致的各种情绪障碍和学习、行为问题等的困扰［２］。根据世界卫生组织预测，未来２０年
全球儿童心理障碍还会有超过５０％的增长，并将成为致病、致残、致死的主要原因之一［２］。因此，
研究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对于缓解儿童心理压力、促进儿童健康成长和提升教育回报率具有
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由于中国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的结构性矛盾，农村成为儿童心理问题频发的重灾区。一方面，

中国农村生活着大量的留守儿童，根据中国２０１５年全国１％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农村留守儿童超
过４　５０１万，约占农村儿童总数的３４．６％［３］，而长期缺乏父母关爱和悉心照料，以及足够的家庭和



亲子教育，使得农村留守儿童更易出现焦虑、压抑等心理问题［４］。另一方面，相对于城市而言，农村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普遍较低，由于贫困，低收入家庭的父母无法为子女提供足够的食物、医疗、教育
和娱乐设施等养育资源，造成农村贫困家庭儿童在身心健康、认知能力、个体发展、学习成就及幸福
感等方面的评分均低于正常家庭儿童［５］。此外，部分农村家庭中的父母在贫困的作用下更容易产
生低落、焦躁和发怒等不稳定情绪，且家庭关系不睦、家庭破裂等现象也相对更为常见，导致其在养
育过程中对子女缺乏足够的耐心、包容、信任和鼓励，责罚、打骂频繁发生，进一步增大了儿童的心
理压力，严重影响了农村贫困家庭儿童的心理健康［６－７］。
目前，已有研究大多基于外部环境特征、儿童个体特征、儿童父母特征和儿童家庭特征等方面

对影响农村儿童心理健康的因素进行考察。其中，外部环境特征包括贫困地区的经济状况与社会
环境，性别差异与社会地位，空气和水质量，医疗质量及获取方式，地区金融信贷水平等因素［７－１２］；
儿童个体特征包括儿童自身的性别、年龄、健康状况、学习成绩和受教育年限等因素［１３－１６］；儿童父
母特征包括儿童父母受教育水平、健康状况、双方婚姻状况与有效陪伴儿童的时间等特征［１７－１９］；儿
童家庭特征包括儿童所在家庭的人口数量与结构、收支状况、资产结构和家庭氛围等因素［１６－２１］。
在上述因素中，家庭收入水平被普遍认为是影响儿童心理健康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但现有研究仅
从家庭实际收入水平等客观物质条件入手进行考察，忽视了家庭成员尤其是户主和财务主管人对
自身收入水平和经济地位的主观认知和评价［２２］。因此，从农户家庭收入地位主观感知的角度系统
考察其对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能够有效弥补已有研究的不足，为农村儿童心理健康
问题的来源和成因提供新的经济学解释。
基于上述文献梳理和经验事实，本文选择农村儿童的心理健康作为研究对象，从农户家庭收入

地位感知偏差的视角，通过构造收入地位感知偏差的代表性行为人模型进行理论分析，在此基础上
提出若干待检验假设，并利用２０１２、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和２０１８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构造四期面板，实
证分析农户家庭收入地位感知偏差影响儿童心理健康的作用机制和传导路径，最后基于实证分析
结果展开讨论并提供相应的建议。
本文其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文献综述，系统归纳和梳理农户家庭收入地位感知偏差和

儿童心理压力相关研究；第三部分构建收入地位感知偏差的代表性行为人模型，通过理论分析解释
经验事实，并为实证研究提供假设；第四部分为实证策略和计量模型；第五部分介绍数据来源、变量
说明与描述性统计；第六部分提供实证结果及分析；最后一部分为本文的研究结论与讨论。

二、文献综述

（一）家庭特征对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

大量关于儿童心理健康问题的已有研究表明，与儿童自身及其父母和家庭相关的特征变量是
影响其心理健康的主要因素。儿童的性别、年龄、健康状况和学习成绩等均有可能成为其心理健康
问题产生的原因。其中，儿童的性别对其心理健康的影响目前尚未得出一致结论，大部分研究认为
性别并未对儿童的心理健康产生显著干扰［１３］。儿童的年龄对其心理健康水平的作用相对比较复
杂，且大多基于其他因素产生，例如Ｄａｖｉｓ等研究发现，在１２岁之前，年龄通过家庭的经济状况对
儿童造成心理压力，年龄越小则儿童心理压力越大［１６］。学习成绩对儿童心理压力的影响取决于不
同地区儿童的成长环境、培养模式与政策国情等。在当前中国面临巨大的教育资源竞争压力和强
调应试教育的情境下，家庭过于重视孩子的学习成绩，使得成绩较差的儿童面临着更大的心理压
力［１５］，但是国外很多研究却并未发现学习成绩与儿童心理健康之间的显著关联［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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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对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主要通过父母的受教育水平、健康状况、双方婚姻状况与有效陪伴
儿童的时间等因素来实现。父母的就业情况和家庭收入往往与其学历以及健康状况息息相关，低
学历及身体健康状况较差的父母往往收入相对较低并且存在更大的失业风险，这不仅导致父母对
儿童的物质投资减少，而且更容易对儿童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造成严重的消极影响，从而导致其
心理压力增加［１６－１７］。父母双方婚姻状态较为松散的家庭关系一般具有易争吵、易冲突、对彼此冷
漠及对家庭成员缺乏关心等特征，这种不稳定的、苛刻的婚姻关系会导致儿童行为混乱以及抑郁症
状增加［１８，２３］。此外，长时间的有效陪伴是父母给予孩子更多认可与关爱的主要特征，将有效地缓
解儿童的精神压力［１９］。
影响儿童心理健康的家庭因素可以主要概括为家庭的人口结构和经济条件两方面。家庭人口

结构会影响家庭资源的分配：Ｂｌａｋ认为家庭存在“稀释”效应，即孩子越多，每个孩子获得的资源就
越少，因此对于资源受限的家庭，孩子数量越多，个体心理压力越大［２４］；在中国农村的社会情境下，

长子或幼子一般会获得更多的家庭资源，因此其心理压力可能会更小［２５］。家庭经济条件是指家庭
整体的收支水平对儿童资源获取的影响，低收入家庭由于受到较大的资源约束，对儿童的成长性投
资（如教育、医疗保健和娱乐投入等）相对偏低，使得其难以获得成长所需的基本物质条件［２６］；进一
步地，为了提高整体收入水平，低收入家庭中大部分成年人更多地选择外出务工，导致对儿童的陪
伴、沟通和家庭互动等精神投入不足［２７］，因此低收入家庭中的儿童更易产生孤独和压抑情绪，这些
情绪长期对其心理健康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２０－２１］。

（二）感知偏差及其对行为的影响

对于感知偏差的解释，国际上广泛认可的理论是由 Ｋｒｕｇｅｒ和Ｄｕｎｎｉｎｇ提出的“达克效应”
（Ｄ－Ｋ　ｅｆｆｅｃｔ）［２８］。该理论指出，个体行为人对自身某方面可能产生与实际情况不符的评价，这种错
误地估计自己的倾向被称为“感知偏差”。个体产生感知偏差的原因和表现有差异，例如能力较低
的个体由于缺乏对自身能力的正确认知且缺乏足够的资源去提升自己的认知水平，从而更容易高
估自己；能力较高的个体则大多由于认知水平、人际关系、性格特质等因素错误地高估他人的能力
而低估自己。感知偏差现象已经被越来越多的经验研究所证实，例如成绩较差的学生往往对自己
的随堂测试成绩抱有乐观的预期［２９］；驾照考试中考试不合格的学员比考试通过的学员更容易高估
自身的驾驶技能［３０］；棋类运动员会高估自己在对弈时的预测能力，且低水平者更容易高估自身水
平并导致预测错误［３１］。
感知偏差对个体行为人的诸多行为均会产生影响，经济学领域的相关研究多集中于风险的行

为决策分析：创业者在进行创业决策时并未表现出更强的风险偏好倾向，但感知偏差导致其对风险
的感知能力降低而选择创业［３２］；Ｚａｃｈａｒａｋｉｓ和Ｓｈｅｐｈｅｒｄ在风险投资领域的研究发现，相对于一般
人而言，风险投资家常常会高估自身的决策水平，而这一感知偏差的存在往往对其风险投资决策精
度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３３］。此外，有关感知偏差及其对行为和决策影响的研究还广泛存在于消
费、借贷、金融资产评估、公司或家庭财务决策以及贫困认知等若干领域①［３４－３６］。
在各种决策情境中，家庭中的各类支出作为行为人的决策结果同样会受到其感知偏差的影响，

其中对家庭收入地位的感知偏差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家庭的支出结构［３７］。一个代表性家庭的支
出类目主要包括食物、衣着、居住、生活用品、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及其他用品等。其
中，衣食住行及日常用品消费等均属于相对固定的刚性支出类型，对家庭而言不易大幅调整［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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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其他更具弹性的支出类型则可能由于家庭收入和支出的决策调整而发生变化，例如在同伴效
应（ｐｅｅｒ－ｅｆｆｅｃｔ）与地位忧虑（ｓｔａｔｕｓ　ｃｏｎｃｅｒｎ）的作用下，收入地位较高的家庭更容易选择与其收入
地位相当或更高的家庭作为参照，进而出于对自身社会地位的忧虑而增加人情方面的支出①。在
收入地位感知偏差的影响下，倘若农户过于高估自身家庭收入在附近地区中的地位，其人情支出水
平将基于参考家庭而高于由家庭实际收入决定的人情支出水平［３９］。在贫困农户家庭存在较大收
入约束且刚性支出难以减少的情况下，对儿童的教育支出等将被进一步压缩，因此更容易导致贫困
农户家庭儿童在学业及社交等方面面临更大的压力，从而影响其心理健康［４０］。

三、理论模型与研究假设

基于达克效应，低收入农户往往会因其认知能力较低而高估自身的收入水平［２８］；进一步地，由
于消费行为存在“示范效应”②，低收入农户在感知偏差的影响下，更倾向于在家庭整体消费水平上
向高收入家庭靠近；又由于家庭人情支出代表其在附近地区的“面子”，则在上述两种效应的作用
下，同一地区家庭之间存在的攀比心理使得人情支出增加，且该现象在中国农村的人情支出方面尤
为常见［４１－４２］。然而，这一情形在正常收入农户家庭和贫困农户家庭之间表现不同：（１）贫困农户家
庭的收入限制导致其没有足够的资源对自身进行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投资（例如教育投资、技能投
资和高层次的社会交往投资等），故囿于知识水平和社交能力，其感知能力相对较低，更有可能产生
收入地位感知偏差进而高估自身家庭的收入地位，并在收入地位感知偏差的影响下增加家庭人情
支出；反之，正常收入农户家庭出现收入地位感知偏差的可能性较低，且对人情支出的影响更
小③［３９－４２］。（２）正常收入农户家庭拥有更高的收入、更充足的储蓄以及优良的资产配置，因此即便
其增加人情支出，也未必需要减少其他方面的弹性支出；而贫困农户家庭则不同，尤其是贫困线以
下农户的收入和储蓄只能满足基本生活需求，其预算约束是收紧的，一旦人情支出上升，其他方面
的支出势必会减少，故在刚性支出无法变动的情况下，贫困农户家庭只能降低弹性支出，尤其是份
额较大的子女教育支出［３８－４２］。当子女教育支出无法保障时，贫困农户家庭中的儿童会在学业、社
交、休闲娱乐和人格塑造等方面面临巨大压力，对其心理健康造成负面影响［４０］。因此，贫困农户家
庭对其真实收入地位的感知偏差会改变其家庭的消费期望与支出结构，使得家庭人情支出增加，而
对儿童的人力资本也即教育投入将减少，并最终降低其家庭中儿童的心理健康水平。
为加深对经验事实的理解并为实证研究提供理论依据，本文构建了一个结构简单而不失一般

性的理论模型。该模型的目标在于提供一种用以阐明农户的收入地位感知偏差对家庭支出结构和
儿童心理压力所造成的影响的可能性解释。本文假设代表性行为人（农户）的效用函数为：

Ｕ（ｘ，ｅ） （１）

式（１）中，ｘ代表农户的家庭支出，这里假定为儿童人力资本投资Ｈ与人情支出ｒ之和，即ｘ＝Ｈ＋ｒ；

ｅ代表农户的家庭收入。因此将式（１）改写为Ｕ（Ｈ，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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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ｅｎ　Ｘ．，Ｋａｎｂｕｒ　Ｒ．＆Ｚｈａｎｇ　Ｘ．，″Ｐｅｅｒ　Ｅｆｆｅｃｔｓ，Ｒｉｓｋ　Ｐｏｏｌｉｎｇ，ａｎｄ　Ｓｔａｔｕｓ　Ｓｅｅｋｉｎｇ：Ｗｈａｔ　Ｅｘｐｌａｉｎｓ　Ｇｉｆｔ　Ｓｐｅｎｄｉｎｇ　Ｅｓｃａ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Ｃｈｉｎａ，″ＣＥＰＲ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Ｐａｐｅｒｓ　８７７７，２０１２．
消费的“示范效应”指消费者在消费时会与其他消费者进行比较，并试图在消费水平上超过或至少不低于处在同一社会阶
层的其他人。

Ｃｈｅｎ　Ｘ．，Ｋａｎｂｕｒ　Ｒ．＆Ｚｈａｎｇ　Ｘ．，″Ｐｅｅｒ　Ｅｆｆｅｃｔｓ，Ｒｉｓｋ　Ｐｏｏｌｉｎｇ，ａｎｄ　Ｓｔａｔｕｓ　Ｓｅｅｋｉｎｇ：Ｗｈａｔ　Ｅｘｐｌａｉｎｓ　Ｇｉｆｔ　Ｓｐｅｎｄｉｎｇ　Ｅｓｃａ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Ｃｈｉｎａ，″ＣＥＰＲ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Ｐａｐｅｒｓ　８７７７，２０１２．



　　考虑在一般情形下，农户为最大化其效用所受到的预算约束：

ｍａｘＨ，ｒ，ｅＵ（Ｈ，ｒ，ｅ） （２）

ｓ．ｔ．ｅ－（ｑＨ＋ｗｒ）＝０ （３）

式（２）中，ｑ代表儿童人力资本投资成本，ｗ代表人情支出的成本，农户家庭收入的收益率设为单位

１。同时，为保证上述最优化问题有唯一解，假设农户的效用函数Ｕ（Ｈ，ｒ，ｅ）为严格凹函数，并有

Ｈ＊，ｒ＊，ｅ＊为该最优化问题的均衡解。
根据上文中的相关背景介绍和文献梳理，本文参考了Ｌｏｅｗｅｎｓｔｅｉｎ等构建的感知偏差模型，假

设存在概率Ｐ（Ｐ∈［０，１）），使得代表性行为人（农户）效用函数改写为［４３］：

槇Ｕ（ｘ，ｅ｜ｅ′）＝（１－Ｐ）×Ｕ（Ｈ，ｒ，ｅ）＋Ｐ×Ｕ（Ｈ，ｒ，ｅ′） （４）

此时，由于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收入感知偏差ｅ′的影响，农户的效用 槇Ｕ 由真实效用Ｕ（Ｈ，ｒ，ｅ）和
收入感知偏差效用Ｕ（Ｈ，ｒ，ｅ′）两部分加权构成，权重为概率Ｐ。令Ｐ＝ｐ（ｅ）且有Ｐ／ｅ≤０，即概
率Ｐ为农户家庭收入ｅ 的减函数，在农户不存在收入地位感知偏差的特殊情形下，Ｐ＝０，

槇Ｕ（ｘ，ｅ｜ｅ′）＝Ｕ（Ｈ，ｒ，ｅ）。基于上述假设，农户的收入地位感知偏差将被纳入其效用函数，令收入地
位感知偏差效用函数Ｕ（Ｈ，ｒ，ｅ′）为Ｕ０，并假设该效用函数取值范围有限，则代表性行为人（农户）
的最优化问题可变更为：

ｍａｘＨ，ｒ，ｅ［１－ｐ（ｅ）］×Ｕ（Ｈ，ｒ，ｅ）＋ｐ（ｅ）×Ｕ０ （５）

ｓ．ｔ．ｅ－（ｑＨ＋ｗｒ）＝０
该最优化问题的均衡解为Ｈ＊＊，ｒ＊＊，ｅ＊＊。结合上述理论的分析结果可得：
定理１：ｅ＊＞ｅ＊＊，且ｅ′＞ｅ＊＊，若解集（Ｈ＊＊，ｒ＊＊，ｅ＊＊）≠（Ｈ＊，ｒ＊，ｅ＊）。
定理１说明，若最优化问题（２）和（５）在相同约束条件（３）下的解集不同，则收入相对较低的农

户更有可能存在收入地位感知偏差，并且往往会因此而高估自己的收入地位。结合定理１和最优
化问题（２）和（５）的解，可以得到如下推论：

推论１：Ｈ＊＞Ｈ＊＊，且ｒ＊≤ｒ＊＊。
推论１表明，相对收入较低的农户在收入地位感知偏差的作用下更有可能增加人情支出，并相

应减少对儿童的人力资本投资。根据上文，假设此情境下的儿童心理压力函数为Ｆ＝ｆ（Ｈ），且必
有Ｆ／Ｈ＜０，可得：
推论２：Ｆ＊＝ｆ（Ｈ＊）＜ｆ（Ｈ＊＊）＝Ｆ＊＊。

推论２表明，由于相对收入较低的农户在收入地位感知偏差的作用下会减少对儿童的人力资
本投资，儿童的心理压力会增加，心理健康水平降低。
综上，依据本部分提供的简单理论模型并结合现有文献依据，可以归纳出如下待实证检验的研

究假设：

假设１：收入越低的农户越容易高估自己的收入地位，贫困农户更有可能产生收入地位感知偏差。
假设２ａ：贫困农户的收入地位感知偏差会影响其家庭支出结构，高估自身收入地位的贫困农

户会增加其家庭人情支出。
假设２ｂ：贫困农户的收入地位感知偏差会影响其家庭支出结构，高估自身收入地位的贫困农

户会减少对儿童的教育支出。
假设３：贫困农户的收入地位感知偏差会减少家庭对儿童的教育支出，进而增加儿童的心理压

力，导致其心理健康水平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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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证策略与计量模型

根据研究假设，实证策略设计的目标为检验贫困农户家庭是否在收入地位感知偏差的影响下
高估了自己的收入地位，进而改变家庭支出结构，最终导致儿童的心理健康受到影响。因此，本文
将采取每个假设逐一检验的策略进行实证分析并据此构建计量模型。考虑到农户家庭和儿童个体
微观面板数据可能由于不同个体之间和不同年份之间均存在不可观测效应而产生内生性问题，使
得估计结果存在偏误，本文在参考Ｒｏｃｋｏｆｆ、周波和于冷以及Ｌｕ的研究基础上采用面板双重固定
效应模型分别建立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上述研究假设①［４４－４６］。

为实证检验假设１，本文构造了如下面板双重固定效应回归方程：

Ｂｉａｓｆｋｔ＝α＋β１Ｉｎｃｏｍｅｆｋｔ＋δ′Ｘｆｋｔ＋φｆｍ＋λｋｔ＋ｆｋｔ （６）

式（６）中，被解释变量Ｂｉａｓｆｋｔ表示居住在ｋ县的农户家庭ｆ 在ｔ年的收入地位感知偏差水平；核心
解释变量Ｉｎｃｏｍｅｆｋｔ表示该农户家庭在当年的收入水平，其估计系数β１ 衡量了农户家庭收入水平高
低对其收入地位感知差异的影响。向量矩阵Ｘｆｋｔ表示可能对收入地位感知偏差产生影响的控制变
量集合，包含一系列农户家庭特征变量，以排除其他因素对核心解释变量估计所造成的干扰。φｆｍ
表示家庭—个体交叉固定效应，控制只随家庭中成员个体变化而不随时间变化的不可观测因素对
估计结果的内生影响②；λｋｔ表示县—年份交叉固定效应，控制只随时间和县变化而不随家庭和个体
变化的不可观测因素对估计结果的内生影响③［４７］。ｆｋｔ表示回归方程的随机误差项。根据假设１，
农户家庭收入水平越低则其收入地位感知偏差越高，因此预期两者之间呈现负相关，此时核心解释
变量Ｉｎｃｏｍｅｆｋｔ的估计系数β１ 显著为负值。
进一步地，本文构造如下面板双重固定效应回归方程来检验假设２ａ：

Ｇｉｆｔｆｋｔ＝α＋β２Ｂｉａｓｆｋｔ＋δ′Ｘｆｋｔ＋φｆｍ＋λｋｔ＋ｆｋｔ （７）

式（７）中，被解释变量Ｇｉｆｔｆｋｔ表示居住在ｋ县的农户家庭ｆ 在ｔ年所花费的人情支出；核心解释变
量Ｂｉａｓｆｋｔ表示该农户家庭在当年的收入地位感知偏差水平，其估计系数β２ 衡量了农户家庭收入地
位感知偏差水平的高低对其人情支出的影响。式（７）其他变量含义与式（６）相同。根据假设２ａ，贫
困农户家庭收入地位感知偏差水平越高则其人情支出越多，因此预期两者之间呈现正相关，此时核
心解释变量Ｂｉａｓｆｋｔ的估计系数β２ 显著为正值。
假设２ｂ通过下述回归方程进行检验：

Ｅｄｕ＿ｃｏｓｔｉｆｋｔ＝α＋β３Ｂｉａｓｆｋｔ＋δ′Ｘｆｋｔ＋θ′Ｘｉｋｔ＋φｆｍ＋λｋｔ＋ｉｆｋｔ （８）

式（８）中，被解释变量Ｅｄｕ＿ｃｏｓｔｉｆｋｔ表示居住在ｋ县的农户家庭ｆ 对儿童ｉ在ｔ年的教育支出；核心
解释变量Ｂｉａｓｆｋｔ表示该农户家庭在当年的收入地位感知偏差水平，其估计系数β３ 衡量了农户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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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实证研究中，各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基本不存在反向因果关系，因此主要的内生性问题来源于变量
遗漏。其中的遗漏变量包括地区的社会风气、经济发展水平等外部环境因素，农户家庭中个体的性格特质等因素，某些特
定年份的制度、政策等时间效应和农户家庭的社会资本、同伴压力等同伴效应。其中，前三种不可观测变量可以通过本文
提供的双重固定效应进行剥离，但是同伴效应涉及社会网络和个体溢出效应，很难通过技术手段进行处理。然而在本文
的情境下，这一遗漏变量造成的内生性问题不会对样本尤其是贫困农户家庭样本的估计结果产生系统性高估；又由于我
们已经尽可能充分地控制了个不同层面的协变量并进行了若干稳健性检验，最终估计结果受到内生性问题干扰而产生估
计不一致的可能性相对较低。

主要控制长期形成的家庭特征和个体性格特质等固定效应，下文同。

主要控制随县和时间发生变化的家庭外部环境特征等固定效应，下文同。



收入地位感知偏差水平的高低对儿童教育支出的影响。向量矩阵Ｘｆｋｔ和Ｘｉｋｔ表示可能对儿童教育
支出水平产生影响的控制变量集合，分别包含一系列农户家庭特征变量和儿童个体特征变量，以排
除其他因素对核心解释变量估计造成的干扰。式（８）中其他变量含义与式（６）（７）相同。根据假设

２ｂ，贫困农户家庭收入地位感知偏差水平越高则其对儿童的教育支出越少，因此预期两者之间呈
现负相关，此时核心解释变量Ｂｉａｓｆｋｔ的估计系数β３显著为负值。
检验假设３的回归方程如下所示：

ＭＨｉｆｋｔ＝α＋β４Ｂｉａｓｆｋｔ＋β５Ｅｄｕ＿ｃｏｓｔｉｆｋｔ＋δ′Ｘｆｋｔ＋θ′Ｘｉｋｔ＋μ′Ｘｉｆｋｔ＋φｆｍ＋λｋｔ＋ｉｆｋｔ （９）

式（９）中，被解释变量 ＭＨｉｆｋｔ表示ｋ县农户家庭ｆ 中的儿童ｉ在ｔ年的心理健康水平；解释变量

Ｂｉａｓｆｋｔ表示该农户家庭在当年的收入地位感知偏差水平，其估计系数β４ 衡量了农户家庭收入地位
感知偏差水平的高低对儿童心理健康水平的影响；解释变量Ｅｄｕ＿ｃｏｓｔｉｆｋｔ表示该农户家庭在当年对
儿童的教育支出，其估计系数β５ 衡量了农户家庭儿童教育支出对儿童心理健康水平的影响。向量
矩阵Ｘｆｋｔ，Ｘｉｋｔ和Ｘｉｆｋｔ表示可能对儿童心理健康水平产生影响的控制变量集合，分别包含一系列农
户家庭特征变量、儿童个体特征变量和儿童父母的个体特征变量，以排除其他因素对核心解释变量
估计造成的干扰。式（９）中其他变量含义与式（７）（８）相同。根据假设３，当仅有解释变量Ｂｉａｓｆｋｔ进
入回归时，贫困农户家庭收入地位感知偏差水平越高则其家庭儿童的心理健康水平越低，若用心理
压力表示儿童心理健康水平，则预期两者之间呈现正相关，此时估计系数β４ 显著为正值；而贫困农
户家庭对儿童的教育支出越多则其家庭儿童的心理健康水平越高，若用心理压力表示儿童心理健
康水平，则预期两者之间呈现负相关，此时解释变量Ｅｄｕ＿ｃｏｓｔｉｆｋｔ的估计系数β５ 显著为负值，而

Ｂｉａｓｆｋｔ的估计系数β４ 在Ｅｄｕ＿ｃｏｓｔｉｆｋｔ进入回归后可能不显著①。

五、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结合上文中归纳出的研究假设、实证策略和计量模型，本文实证研究部分所使用的样本数据需
全面覆盖中国各地区农村家庭的收入、收入相对地位与主观感知、家庭支出结构以及相关的个人与
家庭特征变量。中国家庭追踪调查（Ｃｈｉｎａ　Ｆａｍｉｌｙ　Ｐａｎｅ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ＣＦＰＳ）数据库是由北京大学中国
社会调查中心所建立，旨在通过跟踪搜集中国２５省份６００余县１．６万余户的居民个体和家庭数
据，全面考察中国经济社会变迁，为学术研究和政策决策提供支持的重大社会科学数据库，该数据
库囊括了本文研究所需的样本和变量。截至目前，ＣＦＰＳ数据库已进行了２０１０、２０１２、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和２０１８年共五期个体追踪数据更新，其中２０１０年数据与后四期数据在家庭支出等方面的问项设
计相比存在较大的系统性差异，因此本文运用２０１２、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和２０１８年共持续七年的四期面板
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经过整理最终得到有效样本观测值５　０１４个②。
本文主要研究农户家庭收入地位感知偏差对其家庭儿童心理压力的影响，待实证假设中的核

心变量主要包含农户家庭收入及其主观感知水平、家庭中儿童的心理健康状况和家庭支出结构等
三个方面。主要研究对象为户籍是农村的家庭中１５岁以下的家庭成员。作为核心被解释变量，本
文采用Ｋｅｓｓｌｅｒ心理困扰量表（Ｋ６量表）来测度农户家庭中儿童的心理健康水平［４８］。Ｋ６量表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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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若解释变量Ｅｄｕ＿ｃｏｓｔｉｆｋｔ进入回归后，估计系数β４不显著，则农户家庭收入地位感知偏差对儿童心理健康造成的影响完全
通过儿童教育支出这一渠道来实现；若解释变量Ｅｄｕ＿ｃｏｓｔｉｆｋｔ进入回归后，估计系数β４ 仍然显著，则农户家庭收入地位感
知偏差对儿童心理健康造成的影响还通过其他渠道实现，此情境下的具体原因需进一步研究。

四期面板数据共包含３４　１５５个观测值，在剔除非农村样本和心理压力相关数据缺失的样本后，保留有效观测值。



国际上应用较为广泛的心理压力测试量表，对应ＣＦＰＳ调查问卷中由儿童自己回答的六个问题①：
在过去一个月中，“您做什么事情都不能振奋的频率”“您感到精神紧张的频率”“您感到坐卧不安、
难以保持平静的频率”“您感到未来没有希望的频率”“您做任何事情都感到困难的频率”“您觉得一
直以来都很失败的频率”。上述每个题项的得分范围为０—４分，分值越大表明心理压力越大、心理
健康水平越低；六个题项的总分值大于１３，则表明该儿童在较大程度上可能处于心理压抑的状态。
除此之外，农户家庭的人情支出和儿童教育支出两个重要变量也可以从ＣＦＰＳ数据库中直接得到。
由于ＣＦＰＳ的调查问卷中关于家庭财务收支方面的问项是由该农户家庭中“对家庭财务最熟

悉的成员”来回答，本文将其假定为家庭财务主管人，并将其收入地位感知作为代表性农户的家庭
收入地位感知。农户家庭收入地位感知的测量来源于问卷中的问项“您的收入在本地属于哪一层
次”，其题项以一个五级量表的方式呈现，按照从低到高划分为五个等级；相应地，本文将同一县的
农户家庭实际收入按照从低到高平均分为五个等级；最后，将上述得到的农户家庭收入地位感知等
级减去其相对应的实际收入等级来衡量农户家庭对自身收入地位的高估程度，并作为其收入地位
感知偏差的代理变量。
根据上文中相关文献综述，影响儿童心理健康的因素还包括儿童个体特征、家庭特征、父母特

征以及外部环境等，因此本文也结合实证策略和计量模型对相关变量进行了控制。其中，儿童个体
特征控制变量主要包括儿童年龄、受教育水平、身体健康状况和学习成绩等；家庭特征控制变量主
要包括家庭经济状况（包括收入水平和支出水平）、家庭其他成员年龄、家庭成员健康状况、家庭儿
童数和该儿童是否为家庭第一个孩子等；父母特征控制变量主要包括父母的受教育水平、婚姻状况
和父母一年中对儿童的有效陪伴时间等；其他外部环境因素通过面板双固定效应模型中的县—年
份交叉固定效应进行控制。表１报告了实证研究所需变量的含义和说明。

表１　变量含义与变量说明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描述

１．儿童心理压力 Ｋ６量表测量得到的儿童心理压力等级

被解释变量 ２．儿童教育支出 家庭儿童的人均教育支出额（单位：元）

３．家庭人情支出 家庭的人均人情支出额（单位：元）

核心解释变量 家庭收入地位感知偏差 家庭财务主管人收入地位感知等级减去实际收入等级

１．儿童年龄 儿童在调查年份的年龄

儿童个体特征

２．儿童受教育水平
当前儿童在读几年级：托儿所＝１；幼儿园＝２；小学＝３；

初中＝４；高中／中专／技校／职高＝５；大专＝６

３．儿童身体健康状况 过去一年儿童因病就医次数

４．儿童学习成绩
当前儿童学习成绩年级排名：前１０％＝１；１１％—２５％＝２；

２６％—５０％＝３；５１％—７５％＝４；后２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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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若儿童因低龄或其他特殊原因无法独立回答，则由调查员在其监护人陪同和引导下辅助作答。



续表１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描述

１．是否为家庭第一个孩子 是＝０；不是＝１

２．家庭收入水平 家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单位：元）

家庭特征
３．家庭支出水平 家庭的人均支出额（单位：元）

４．家庭其他成员年龄 除儿童以外的家庭成员在调查年份的真实年龄

５．家庭成员健康状况 家庭成员自评健康水平得分值

６．家庭儿童数 家庭在调查年份的儿童个数

父母特征

１．父母受教育水平
父母的最高学历：文盲／半文盲＝１；小学＝２；初中＝３；高中／中

专／技校／职高＝４；大专＝５；大学本科＝６；硕士＝７；博士＝８

２．父母婚姻状况 离婚＝０；已婚＝１

３．父母一年中的有效陪伴时间 小于６个月＝０；大于等于６个月＝１

此外，为考察贫困农户家庭和非贫困农户家庭之间的差异并进一步侧面检验农户家庭收入地
位感知偏差对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是否存在异质性，本文将总样本依据农户家庭收入水平划分为
非贫困农户家庭样本和贫困农户家庭样本，在此基础上将非贫困组作为对照组分别进行实证。贫
困组根据２０２０年前历年《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中公布的家庭人均纯收入标准进行划分，四期样
本内人均纯收入分别低于２　３００元（２０１２年）、２　８００元（２０１４年）、３　０００元（２０１６年）和３　２００元
（２０１８年）的农户家庭进入贫困组。表２报告了两组样本所有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从样本描
述性统计结果来看，在未控制双重固定效应的情况下，贫困农户家庭的儿童心理压力、家庭收入地
位感知偏差和家庭中儿童总数均显著高于非贫困农户家庭，而儿童教育支出、儿童学习成绩、家庭
收入水平、家庭支出水平和父母婚姻状况等均显著低于非贫困农户家庭；在控制双重固定效应后，
贫困农户家庭与非贫困农户家庭的差距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但核心变量儿童心理压力和家庭收入
地位感知偏差仍显著高于非贫困农户家庭，而家庭收入水平和父母对儿童的有效陪伴时间等仍显
著低于非贫困农户家庭，并且家庭人情支出也变得显著高于非贫困农户家庭；两组样本的其他变量
未表现出显著差异。

表２　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非贫困组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贫困组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非贫困组—贫困组

变量差分值 变量条件差分值

儿童心理压力 ３　９８０　 ７．８５８　 ３．２８３　 １　０３４　 ８．１３３　 ３．５８０ －０．２７６＊＊ （０．１２３） －０．４０７＊ （０．２２６）

儿童教育支出 ３　９３１　 １　９４０　 ２　９８２　 １　０２１　 １　２８８　 ２　３５９　 ６５２．２＊＊＊ （８７．８０） －１４０．３ （１３０．３）

家庭人情支出 ２　３６６　 ３　４８２　 ４　４４０　 ５０８　 ２　８１３　 ５　６１６　 ６６８．９＊＊ （２６５．２） －８５６．７＊＊ （３３９．４）

家庭收入地位感知偏差 ３　８９８　 ０．２１７　 １．９９５　 １　０２３　 ０．７７４　 １．７０３ －０．５５７＊＊＊ （０．０６２　１）－０．４０１＊＊＊ （０．１２５）

儿童年龄 ３　９８０　 １２．５２　 １．７１６　 １　０３４　 １２．５１　 １．６８１　 ０．０１３　２ （０．０５８　９） ０．００５　６６ （０．００５　３３）

儿童受教育水平 ３　７７０　 ３．４８７　 １．１３４　 ９４３　 ３．４６３　 ０．９３７　 ０．０２３　３ （０．０３５　６） ０．０４７　４ （０．０７８　４）

儿童身体健康状况 ３　２３５　 １．５２８　 ３．５４３　 ９１２　 １．１３３　 ２．６１５　 ０．３９６＊＊＊ （０．１０７） －０．２０９ （０．１９４）

儿童学习成绩 ２　４５１　 ２．５５６　 １．２２６　 ６３３　 ２．４６１　 １．２１７　 ０．０９４　８＊ （０．０５４　３） ０．１１０ （０．１２４）

家庭收入水平 ３　９３１　 １０　４７２　 ９　４９９　 １　０２２　 １　２５１　 ８２６．６　 ９　２２１＊＊＊ （１５３．７） ６　２３１＊＊＊ （３９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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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２

变量名称
非贫困组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贫困组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非贫困组—贫困组

变量差分值 变量条件差分值

家庭支出水平 ３　６６２　 １０　３７８　 １１　９２３　 ９７６　 ２　７５３　 ２　４６９　 ７　６２５＊＊＊ （４５２．６） １　３０６．５ （９９３．６）

家庭成员年龄 ３　９８０　 ４６．４１　 １１．４２　 １　０３４　 ４６．４４　 １２．２８ －０．０２９　３ （０．４２３） ０．０５５　９ （０．５６３）

家庭成员健康状况 ３　９８０　 ３．１１０　 １．２３７　 １　０３４　 ３．１５０　 １．３０８ －０．０３９　６ （０．０４５　２） ０．０９３　２ （０．０８２　３）

家庭儿童数 ３　９８０　 ０．８６０　 ０．３４７　 １　０３４　 ０．８２３　 ０．３８２　０．０３６　５＊＊＊ （０．０１３　１） －０．０２８　３ （０．０２０　４）

是否为家庭第一个孩子 ３　９８０　 １．８０４　 ０．９３７　 １　０３４　 ２．０６３　 １．０９２ －０．２５９＊＊＊ （０．０３７　０） ０．０１１　７ （０．０３６　８）

父母受教育水平 ３　９０６　 ２．８４９　 １．２９１　 ９９５　 ２．９２２　 １．９４０ －０．０７２　４ （０．０６４　９） －０．２０６ （０．１４２）

父母婚姻状态 ３　９７４　 ０．９２６　 ０．２６２　 １　０３２　 ０．９０１　 ０．２９９　 ０．０２４　９＊＊ （０．０１０　２） ０．００９　２２ （０．０１０　３）

父母的有效陪伴时间 ３　９８０　 ０．２０１　 ０．４０１　 １　０３３　 ０．１４２　 ０．３５０　０．０５９　０＊＊＊ （０．０１２　６）０．０５３　２＊＊ （０．０２１　７）

六、实证分析

（一）农户家庭收入水平对其收入地位感知偏差的影响

首先，本文利用面板双重固定效应回归方程式（６）进行回归分析来实证检验假设１，其中被解
释变量为农户家庭收入地位感知偏差，以其自我估计收入等级减去实际收入等级来表示；解释变量
为农户家庭收入水平，分别以农户家庭收入绝对数的对数值及其在本县的相对收入排名来表示。
农户家庭收入水平对其收入地位感知偏差影响的回归结果如表３所示，表（３）中所有回归模型均控
制了家庭—个体和县—年份的双重固定效应；为避免随机误差项中的异方差问题，本文采用怀特异
方差稳健标准误来改善估计系数的有效性。表（３）中第（３）（４）列为基准回归，分别报告了农户家庭
收入绝对数的对数值和在本县的相对收入排名对其收入地位感知偏差的影响结果；（１）（２）列作为
基准回归的对照，报告了未控制农户家庭特征变量的回归结果。两组结果对比可以发现回归模型
估计结果保持稳健。

表３　农户家庭收入水平对其收入地位感知偏差的影响

变量
感知偏差

（１） （２） （３） （４）

收入水平
－０．１８５＊＊＊ －０．１７７＊＊＊

（０．０５６　０） （０．０５５　５）

收入排名
－０．１４２＊＊＊ －０．１４０＊＊＊

（０．０２４　４） （０．０２５　８）

农户家庭控制变量 Ｎｏ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ｓ

家庭—个体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县—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样本观测值 ４　８５２　 ４　８１０　 ４　７０２　 ４　７０９

Ｒ２ ０．８６５　 ０．８６８　 ０．８７８　 ０．８８２

　　注：括号内为怀特异方差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１０％、５％、１％水平显著；农户家庭控制变量包括农户家庭成员

的年龄、受教育水平、家庭成员健康状况、家庭支出水平和家庭儿童数等。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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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显示，无论是从收入绝对数还是收入排名作为解释变量进入回归得到的结果来看，农户家
庭收入水平与其收入地位感知偏差之间均呈显著负相关（ｐ＜０．０１），且不受是否控制家庭特征变
量的影响。第（３）列“收入水平”变量的估计系数表明，在控制了相关家庭特征变量和双重固定效应
后，农户的家庭收入每增加１０％，其收入地位感知偏差会减少约０．０２；第（４）列“收入排名”变量的
估计系数表明，在控制了相关家庭特征变量和双重固定效应后，农户的家庭收入排名每上升一个等
级，其收入地位感知偏差会减少约０．１。上述回归结果意味着收入水平越高的农户家庭，对自身收
入地位的高估程度越低；反之，收入水平越低的农户家庭，越容易高估自身收入的相对地位，从而产
生收入地位感知偏差。这一结果既为 Ｋｒｕｇｅｒ和Ｄｕｎｎｉｎｇ的研究进一步提供了佐证，也验证了本
文假设１所提出的农户家庭收入水平与其收入地位感知偏差之间的关系［２８］。

（二）农户收入地位感知偏差对家庭支出结构的影响

在验证假设１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通过回归方程式（７）即农户家庭人情支出对其收入地位感
知偏差的回归来实证检验假设２ａ，回归结果报告在表４中。根据国家对贫困标准认定的有关文
件，本文将样本分为非贫困（正常）和贫困农户家庭两组分别进入回归，考察农户收入地位感知偏差
对家庭人情支出的影响。其中，贫困农户家庭样本的回归结果作为本文实证基准结果，非贫困农户
家庭作为对照。回归控制了家庭—个体和县—年份的双重固定效应，并采用怀特异方差稳健标准
误提升估计效率。表４中第（３）（４）列为控制了家庭特征变量的基准结果，而（１）（２）列作为对照未
加控制；（１）（３）列为非贫困组样本回归结果，（２）（４）列为贫困组样本回归结果。

表４　农户家庭收入地位感知偏差对人情支出的影响

变量
人情支出

非贫困（１） 贫困（２） 非贫困（３） 贫困（４）

感知偏差
－３３．８３０　 ２９９．１０３＊＊＊ １０１．９３３　 ３１１．４２３＊＊＊

（９０．７２７） （０．０００） （９３．８１９） （０．０００）

农户家庭控制变量 Ｎｏ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ｓ

家庭—个体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县—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样本观测值 ３　８４９　 １　０１０　 ２　１０４　 ４６６

Ｒ２ ０．２０１　 ０．２５７　 ０．４８０　 ０．２６７

从表４第（４）列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贫困农户家庭收入地位感知偏差与其家庭人情支出之间
呈现显著正相关（ｐ＜０．０１），且不受是否控制家庭特征变量的影响。解释变量“感知偏差”估计系
数表明，在控制了相关家庭特征变量和双重固定效应后，贫困农户的收入地位感知偏差每增加一个
单位，其每年的家庭人情支出则平均会增加逾３１０元，相当于贫困农户每年家庭人均支出的

１１％①；作为对照组的第（２）列回归估计系数也呈现出相近的结果。上述回归结果意味着贫困农户
家庭对自身相对收入地位的高估越严重，则越倾向于增加其家庭人情支出；结合Ｃｈｅｎ等有关同伴
效应和地位忧虑的相关理论，贫困农户家庭收入地位感知偏差通过增加其人情支出来影响家庭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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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表２，贫困农户家庭的人均支出为２　７５３元／年，下同。



出结构的假设得到验证①。
相应地，表４第（１）（３）列解释变量“感知偏差”估计系数不显著，且加入控制变量后系数符号发

生倒置，表明对于非贫困组样本而言，农户家庭收入地位感知偏差并未显著影响其人情支出。其原
因一方面在于非贫困农户家庭具有较高的收入水平，收入地位感知偏差较弱，无法产生对家庭人情
支出造成影响的变异；另一方面，即使产生了收入地位感知偏差，多数非贫困农户家庭由于其稳定
的社会关系和经济状况而缺乏对调整人情支出的激励，也不会增加或减少其人情支出。
假设２ｂ的检验结果报告在表５中，本文同样将样本分为非贫困（正常）和贫困农户家庭两组分

别使用回归方程式（８）进行估计，考察农户家庭收入地位感知偏差对家庭儿童教育支出的影响。表

５第（３）（４）列为控制了家庭特征变量的基准结果，而（１）（２）列作为对照未加控制；（１）（３）列为非贫
困组样本回归结果，（２）（４）列为贫困组样本回归结果。所有回归均控制了家庭—个体和县—年份
的双重固定效应，并采用怀特异方差稳健标准误提升估计效率。

表５　农户家庭收入地位感知偏差对儿童教育支出的影响

变量
儿童教育支出

非贫困（１） 贫困（２） 非贫困（３） 贫困（４）

感知偏差
１６４．５６２ －１０９．０１７＊＊＊ １１６．３０２ －３６２．８００＊＊＊

（１６８．１０９） （７．３１４） （１１１．２９７） （０．０００）

农户家庭控制变量 Ｎｏ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ｓ

儿童特征控制变量 Ｎｏ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ｓ

家庭—个体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县—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样本观测值 ３　８４９　 １　０１０　 ２　１０４　 ４６６

Ｒ２ ０．４４３　 ０．５６３　 ０．７８５　 ０．９００

　　注：农户家庭控制变量包括农户家庭成员的年龄、受教育水平、家庭成员健康状况、家庭收入水平、家庭支出水平和家庭儿
童数等；儿童特征控制变量包括儿童的年龄、受教育水平、身体健康状况、学习成绩和该儿童是否为家庭第一个孩子
等。下同。

表５第（４）列回归结果显示，贫困农户家庭收入地位感知偏差与其家庭儿童教育支出之间呈现
显著负相关（ｐ＜０．０１），且不受是否控制家庭特征变量的影响。在控制了相关家庭、儿童特征变量
和双重固定效应后，贫困农户家庭收入地位感知偏差每增加一个单位，其每年的家庭儿童教育支出
则平均会减少超过３６０元，相当于贫困家庭人均支出的１３％；作为对照组的第（２）列回归估计系数
也呈现出相近的结果。上述回归结果意味着贫困农户对自身收入地位的高估越严重，则越倾向于
减少其家庭儿童教育支出。表５第（１）（３）列估计结果不显著，表明对于非贫困组样本而言，家庭收
入地位感知偏差并未显著影响其儿童教育支出。其原因一方面在于非贫困农户家庭具有较高的收
入水平，收入地位感知偏差较弱；另一方面，即使产生了较大的收入地位感知偏差，在高收入阶层普
遍重视教育和人力资本投资的环境下，多数非贫困农户家庭也会更倾向于增加教育支出。

（三）农户收入地位感知偏差对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

最后，本文利用回归方程式（９）考察农户收入地位感知偏差对家庭中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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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采用怀特异方差稳健标准误，并控制了家庭—个体和县—年份的双重固定效应，估计结果报告在
表６中。表６的（５）—（８）列为基准回归结果，（５）（６）列为非贫困组样本，（７）（８）列为贫困组样本。
其中（５）（７）列为约简型估计结果，衡量农户家庭收入地位感知偏差对家庭中儿童心理健康的总效
应；（６）（８）列加入了“儿童教育支出”作为协变量，考察农户家庭收入地位感知偏差通过影响儿童教
育支出进而作用于儿童心理健康的间接效应和传导路径。（１）—（４）列作为基准回归的对照报告了
未控制农户家庭特征变量的回归结果，两组结果对比可以发现回归模型估计结果保持稳健。

表６　农户家庭收入地位感知偏差对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

变量

心理健康

非贫困

（１） （２）

贫困

（３） （４）

非贫困

（５） （６）

贫困

（７） （８）

感知偏差
０．０６２　３　 ０．０５３　８　 ３．６７７＊＊＊ ２．７６８＊＊＊ ０．０９４　５　 ０．０９２　５　６．８３２＊＊＊ ５．７４６＊＊＊

（０．０７１　２） （０．０７２　０）（０．４９０） （０．５９３） （０．０８０　２）（０．０７９　５）（０．１６６） （０．０００）

儿童教育支出
－０．００２　３２ －０．００３　６５＊＊ ０．００１　１９ －０．００４　６１＊＊＊

（０．００４　１３） （０．００１　７１） （０．００１　２１） （０．０００）

农户家庭控制变量 Ｎｏ　 Ｎｏ　 Ｎｏ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儿童特征控制变量 Ｎｏ　 Ｎｏ　 Ｎｏ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父母特征控制变量 Ｎｏ　 Ｎｏ　 Ｎｏ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家庭—个体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县—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样本观测值 ２　５２５　 ２　４９６　 ６８９　 ６８２　 １　７２２　 １　７０６　 ４８１　 ４７７

Ｒ２　 ０．６９８　 ０．７０６　 ０．９４０　 ０．９４９　 ０．７４９　 ０．７４９　 ０．９９７　 ０．９９８

　　注：父母特征控制变量包括父母受教育水平、婚姻状况和一年中的有效陪伴时间等，下同。

表６中第（７）列的回归结果显示，农户收入地位感知偏差与家庭儿童心理健康水平之间呈显著
负相关（ｐ＜０．０１），在控制了农户家庭、儿童及其父母的相关特征变量和双重固定效应后，贫困农
户家庭收入地位感知偏差每增加一个单位，其家庭中儿童的平均心理压力将会增加６．８分①。第
（８）列加入儿童教育支出作为协变量后，“感知偏差”变量回归系数依然显著但数值减少至５．７，“儿
童教育支出”变量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对儿童的教育支出与儿童心理健康水平之间呈显著正相
关（ｐ＜０．０１），贫困农户家庭收入地位感知偏差每增加一个单位，其家庭中儿童的平均心理压力将
会增加５．７分；若每年对儿童的教育支出增加１　０００元，则儿童的平均心理压力将会减少４．６分。
这意味着贫困农户家庭对自身收入地位每高估一个等级，则有近３０％的可能导致一个心理完全健
康的儿童变得抑郁，但如果教育支出每增加１　０００元，则有超过３８％的可能使一个心理压抑的儿童
恢复心理健康。作为对照组的（２）（４）列同样呈现出相似的结果，而非贫困农户家庭样本的回归结
果则并不显著，且结果受到家庭、儿童及其父母特征变量的影响较小。在模型加入儿童教育支出作
为协变量后，感知偏差回归系数减小，说明儿童教育支出将抵消部分收入感知偏差对儿童心理健康
的负面影响，因此儿童教育支出的减少是贫困农户家庭收入感知偏差增加儿童心理压力的一条有
效传导途径，假设３可以得到基本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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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Ｋ６心理压力量表总分为２４分，分值越高代表心理压力越大，详见第５节。



（四）稳健性检验

为保证上述回归结果在不同情形下保持稳定，本文还进行了如下稳健性检验：

１．采用不同的贫困认定标准划分贫困组与非贫困组样本。与上文采用《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
告》中提供的国家标准进行贫困认定不同，表７的（１）—（３）列报告了以低于各县／区农村家庭人均
可支配收入中位数作为标准认定的（相对）贫困农户家庭的面板双重固定效应回归结果。相关回归
系数与表４—表６中基准回归结果符号相同，同样支持了相关假设，表明原模型与结果保持稳健。

２．分别采用家庭人情支出和儿童教育支出占家庭人均总支出的比重进入回归。将上文表４和
表５中家庭人情支出和儿童教育支出额度替换为家庭人情支出和儿童教育支出分别占家庭人均总
支出的比重进行面板双重固定效应回归，所得结果报告在表７的（４）（５）列。回归结果及解释均与
表４和表５中的基准回归保持一致，表明原模型与结果保持稳健。
此外，本文的稳健性检验还包括：（１）在基准回归中将怀特异方差稳健标准误改变为其他的聚

类层级，得到与本文中一致的结果，表明原模型与结果保持稳健；（２）除本文中的双重固定效应模型
以外，还使用了混合ＯＬＳ回归和多项选择Ｐｒｏｂｉｔ模型等方法进行了替代估计，结果与本文中保持
一致，表明原模型与结果保持稳健；（３）针对农户家庭支出结构进行了排他性检验，分别将食物、服
装支出、交通通信和住房及日用品支出等刚性支出作为被解释变量对收入地位感知偏差进行回归，
所得回归系数均不显著，说明了本文理论分析、假设提出和实证逻辑的合理性；（４）将本文基准结果
的分样本估计结果改为加入“是否为贫困农户家庭”虚拟变量交乘项进行全样本估计，结果与本文
保持一致，表明原模型与结果保持稳健①。

表７　稳健性检验

变量
相对贫困样本

家庭人情支出（１） 儿童教育支出（２） 心理健康（３）

占总支出比重

家庭人情支出（４）儿童教育支出（５）

感知偏差
２３６．２３１＊＊＊ －３８０．４００＊＊＊ ３．５５２＊＊＊ ０．００８　４４＊＊＊ －０．０２９　９＊＊＊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４６７）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儿童教育支出
－０．００２　９３＊＊＊

（０．０００）

农户家庭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儿童特征控制变量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ｓ　 Ｎｏ　 Ｙｅｓ

父母特征控制变量 Ｎｏ　 Ｎｏ　 Ｙｅｓ　 Ｎｏ　 Ｎｏ

家庭—个体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县—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样本观测值 ９９９　 ６９４　 ６８７　 ９９９　 ６７３

Ｒ２ ０．６６９　 ０．７０５　 ０．９１０　 ０．９７６　 ０．９５５

３８第６期 程铭达　党敬淇　叶春辉：农户家庭收入地位感知偏差
对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理论逻辑与经验证据

① 囿于篇幅，这四类稳健性检验结果未在本文中报告，感兴趣的读者可联系作者索取。



七、结论与启示

农村儿童的心理健康水平与其家庭特征密切相关，家庭收入水平是其中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

通常认为农户的家庭收入水平提升对促进其家庭儿童心理健康具有重要作用，但农户对其收入水
平的感知通过改变家庭支出结构进而影响儿童心理健康的作用机制尚未明确。本文构建了基于感
知偏差理论的代表性农户家庭理论模型，利用农户自评收入等级与实际收入等级之间的差值来度
量其收入地位感知偏差水平，并采用ＣＦＰＳ数据库２０１２、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和２０１８年家庭追踪调查数据
构造四期面板进行实证研究，考察了农户的收入地位感知偏差对其家庭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及其
作用机制。

通过研究发现：（１）农户家庭收入水平与其收入地位感知偏差之间呈显著负相关，贫困农户家
庭更容易存在收入地位感知偏差。收入水平越高的农户家庭，对自身收入地位的高估程度越低；反
之，收入水平越低的农户家庭越容易高估自身收入的相对地位，从而产生收入地位感知偏差。
（２）贫困农户家庭收入地位感知偏差与其家庭人情支出之间呈现显著正相关，贫困农户对自身收入
相对地位的高估越严重，则越倾向于增加其家庭人情支出，进而改变家庭支出结构；而非贫困农户
家庭并未出现类似现象。（３）贫困农户的收入地位感知偏差与其家庭儿童教育支出之间呈现显著
负相关，贫困农户对自身收入相对地位的高估越严重，则越倾向于减少其家庭儿童教育支出；而非
贫困农户家庭并未出现类似现象。（４）贫困农户家庭收入地位感知偏差与家庭儿童心理健康水平
之间呈显著负相关，家庭儿童教育支出与儿童心理健康水平之间呈显著正相关。贫困农户对自身
收入相对地位的高估越严重，其家庭中儿童的心理压力越大；农户家庭对儿童教育支出的削减是贫
困农户家庭收入感知偏差增加儿童心理压力的一条有效传导途径。

结合上述研究结论，本文认为，政府及有关部门应进一步促进农村区域经济发展，从整体上提
升农户家庭的收入水平，保障农户家庭的生活必要支出条件不受限制，从根本上减少收入地位感知
偏差造成的负面影响；同时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重点支持新脱贫农户的长效增收能力，在提高新脱
贫农户收入水平的同时，缩小农户家庭之间的收入差距，降低其收入地位感知偏差水平；适时有效
地开展村与社区层面有关家庭合理消费支出的宣传教育，增强新脱贫及相对贫困农户合理安排和
利用家庭资源、完善支出结构的意识，提升其认知能力，降低感知偏差水平，尤其是促使新脱贫及相
对贫困农户家庭重视儿童教育，切实保障儿童教育支出；提高农村地区教育水平，增加必要的心理
教育辅导资源，对新脱贫及相对贫困农户家庭给予进一步的政策支持和财政补贴，改善新脱贫及相
对贫困家庭儿童的心理成长环境，提升农村新脱贫及相对贫困家庭儿童的心理健康水平。

本文聚焦中国农户尤其是贫困农户家庭这一特殊群体，从收入地位感知偏差和家庭支出结构
等新的视角对儿童心理健康问题提出了解释，丰富了现有研究的结论，对儿童心理健康影响因素和
作用机制的最新文献形成了补充［４９－５１］；此外，根据研究结果提出的政策建议对于改善发展中国家

和地区贫困农户家庭儿童的心理健康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促进家庭和儿童福利的可持续性发展。

诚然，本文还存在如下缺陷：第一，面板年份较短且有效样本数量较少，导致数据不够全面，研
究缺乏长期效应和样本异质性的考察；第二，本文仅关注了基于达克效应和收入示范效应对贫困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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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家庭儿童心理健康影响的一种解释，并未考察其他影响路径和作用机制①；第三，尽管我们采用
的数据和实证策略最大限度地控制了可能对估计结果造成干扰的变量和不可观测效应，但遗漏变
量和选择性偏误带来的内生性问题仍然构成了本文研究结果的一个潜在威胁。未来，在数据完善
的基础上，我们将进一步考察收入感知偏差是否通过其他渠道来影响儿童心理健康，并纳入不同文
化框架、地区差异等异质性分析；结合实地调研，全面准确地刻画农户家庭收支结构变化，尤其关注
课外教育（或影子教育）支出；此外，我们将着重考虑对内生性问题的解决，例如寻找合适的工具变
量或通过随机控制实验或准自然实验的方法来开展研究，识别其中的因果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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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８第６期 程铭达　党敬淇　叶春辉：农户家庭收入地位感知偏差
对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理论逻辑与经验证据

① 尽管本文在一定程度上证实家庭人情支出变化不对刚性支出产生影响，但基于经验观察和实地调研可知，不少贫困农户
可能为了满足人情支出的需要而压缩饮食、衣着等支出；此外，义务教育阶段的家庭正式教育支出已经大大减少，并且随
着义务教育法的落实，正式的义务教育支出甚至也具有刚性，而产生差别的是课外教育（或影子教育）支出。因此，现有研
究未能全面有效地覆盖所有现实情况，可能对实际结果造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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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亚洲质量功能展开与创新研讨会暨亚洲质量改进与创新案例大赛在杭州举办

２０２０年９月２４—２５日，浙江大学管理学院４０周年院庆系列活动之“第五届亚洲质量功能展开与创新研讨会暨第五
届亚洲质量改进与创新案例大赛”在杭州举办。此次研讨会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举行，以“新时代下的质量挑战”为
主题，吸引了国内外质量管理领域的专家学者及１２４家著名企业和医院代表近４００人参会。研讨会上，与会嘉宾通过主旨
演讲、案例演示等形式共同探讨质量管理的系统化创新方法、理论与实践，多层面和多维度地展开交流。

亚洲质量功能展开与创新研讨会是目前世界最大规模的质量功能展开（ＱＦＤ）交流平台，旨在推动 ＱＦＤ和系统化创
新理论与技术在亚洲的实践和发展。质量管理是浙江大学管理学院运营管理学科的重要方向，由熊伟教授领导的浙大质
量管理研究中心作为中国权威的ＱＦＤ研究基地，对ＱＦＤ的传播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该中心以ＱＦＤ为核心，开拓
了质量机理、质量创新、生态质量、供应链质量等质量科学研究新领域，提出了本土化中国式ＱＦＤ理论模式。

中国医院品质管理联盟主席刘庭芳在开幕致辞中介绍了中国医院开展品质管理活动的成果，２０１８年起，中国医院品
质管理联盟与亚洲质量功能展开协会共同举办亚洲医疗质量改进与创新案例大赛，不仅为医院品管圈提供了国际化平台
的展示机会，也为大家进行跨行业交流和多维质量工具的学习提供了有效途径。浙江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党委书记吕黎江
向与会人员介绍了由学院牵头成立的健康医疗大数据国家研究院。研究院致力于人类健康的研究探索，对海量复杂的健
康医疗数据进行智能处理、信息挖掘，用于区域健康管理，预测癌症发病风险，并通过分析结果帮助临床医生对癌症患者
进行正确的管理和治疗，为公众健康、政府决策提供支撑，促进学科发展。

亚洲质量功能展开协会副会长、浙江大学管理学院教授熊伟在闭幕致辞中对本届大会的特点进行总结，首先是高规
格的专家团队，包括国际ＱＦＤ领域的权威学者、国内著名质量专家；其次是高水平的参赛团队，本次大会的参赛团队经过
省市、全国层层遴选，优中选优。研讨会上，全球多种质量创新最新研究成果的分享为“新时代下的质量挑战”提供了多种
解决方案，熊伟鼓励大家在工作中更多地运用科学的质量管理方法来不断提升组织和个人的能力。

９８第６期 程铭达　党敬淇　叶春辉：农户家庭收入地位感知偏差
对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理论逻辑与经验证据


